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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底冷泉-热液极端环境是岩石圈与外部圈层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的主要窗口，其独特的地质条件和营养模式孕育

了繁茂的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由于多种因素的叠加控制，海底极端环境的理化性质通常变化频繁且剧烈。大量研究表明，

这种变化或波动又能不同程度地被环境中生存的生物记录下来，因此，生物所保留下来的某些地球化学信息具有恢复重建其

生存环境变化的潜在能力，这对人类目前尚难自由出入的深海极端环境的探索尤为重要。本文从海底极端环境生物种类和空

间分布、生物壳体的地球化学信息、生物元素和同位素地球化学指标以及生物有机生标等几方面出发，探讨当前科学家关注

的典型地球化学指标对沉积环境的记录应用，并展望了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几个方面，希望借此能引起广大研究者对

该领域的兴趣和重视，以加深加快对海底极端环境内运行规律和影响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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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vironments  of  cold  seep  and  hydrothermal  vent  are  the  main  windows  for  material  exchange  and  energy  flow  between

lithosphere  and  outer  spheres,  and  their  unique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nutrient  patterns  give  birth  to  the  lush  biological  communities  and

ecosystems.  The  change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extreme  environment  will  affect  the  geochemical  information  carried  by  the

organisms living in extreme environment, so the extreme environment organisms could be used as a effective proxy for environmental recovery.

In  this  paper,  attempt  is  made  to  address  the  concerned  geochemical  information  with  emphases  on  biological  species,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mineral  geochemistry  of  biocarrier  rocks,  geochemical  indicators  of  biological  elements  and  isotopes,  and  lipid  biomarker  in

paleo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to the restoration of sedimentary environments is discussed, in addition to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We hope that the introduction may raise interests and attentions from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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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冷泉和热液系统是岩石圈与外部圈层（生

物圈、水圈、大气圈）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的两个

主要媒介，它们作为地球循环的基本过程，深刻地

改变着地球的面貌。

冷泉指的是海底气体、液体和沉积物组成的流

体泄漏或喷发的活动。冷泉流体的主要成分包括

沉积建造流体、水分、碳氢化合物（天然气和石

油）、硫化氢、液化沉积物等，流体温度与海水相近

或略高。通常，冷泉流体与岩石碎屑或沉积物混

合，以泥火山的形式进行转移[1]。已知板块边界、火

山弧和大陆边缘是冷泉循环过程发生的重要地点

（图 1）  [2-3]。

热液指的是因海底构造喷发的高温流体 [4]。热

液流体中不仅含有甲烷、氢气和硫化氢等还原性气

体，流体中通常还富含金属元素，含有较多的  Fe、
Mn、Cu、Pb、Zn、Li 和 Na 等 [5]。热液流体温度变化

较大，从接近海水到可高达  400 ℃ 以上 [6]。现代热

液区多分布在洋中脊、弧后盆地和陆内裂谷附近

（图 1） [7-8]。冷泉和热液系统都是从海底释放还原性

流体，并且以化能合成作用的形式进行碳固定，因

此，这两种极端环境支持了海底独特的“绿洲型”生

态系统，具有繁盛的生物群落 [9]。对冷泉和热液系

统宏体生物的研究是海洋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前沿

领域，其研究对一系列地球科学及地外生命起源与

演化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海底极端环境的温度和流体的地球化学组成

是影响生物分布的重要因素 [10]。热液区的流体喷

口温度较高，在高温状态下玄武岩和海水反应产生

大量的硫化物，当温度降低至 300 ℃ 以下，硫化物

就会沉积下来。此外，相比于海水，热液区的黑烟

囱流体有更低的 pH值（3～5），尤其富集硫化氢、氢

气、甲烷、锰和其他过渡金属（Fe、Cu、Zn等） [11]。

热液区生物一般生活在黑烟囱流体与海水混合的

液体环境中，生活的水域温度为 2～35 ℃，水域温

度偶尔也会超过 100 ℃，因此，热液区具有地球上

已知最广温的生物群落[12]。

不同于热液区，冷泉区的硫化物主要由硫酸盐

还原菌产生，其机制是：从海底深处泄漏的甲烷在

上升过程中，在被甲烷厌氧氧化古菌消耗的同时，

将海水中渗到沉积物中的硫酸盐还原为硫化物 [13]，

而在这个过程中，硫酸盐还原菌与甲烷厌氧氧化古

菌形成互养共生体，甲烷厌氧氧化反应（AOM）和硫

酸盐还原反应（SR）相耦合。不但如此，极端环境的

细菌和古菌还可利用电子供体（包括 H2S、H2、CH4、

Fe2+、Cu2+、Mn2+、NH4+等）和电子受体（包括 O2、NO3−、

SO4
2−等）作为能量来源，把无机碳转化为单糖 [14]。

通常，冷泉流体中最多的还原性物质是甲烷和硫化

物，它们被甲烷营养菌和硫营养菌所消耗，而这些

微生物产物或是作为直接的食物来源，或是被软体

动物的共生菌所利用，进而支持了繁茂的生物群落

的发展 [15]。此外，相比于正常深海双壳类生物，极

端环境的生物生长速率快、生存年限短、体积大。

流体流速也是影响极端环境生态系统结构的

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流体流速可以影响流体的

地球化学浓度梯度和通量，从而影响矿物沉积和生

物群落的结构 [9]。在浅水环境中，流体的流量和流

速还可能会受到潮流的影响，进而影响生物群落的

分布。

 

 
图 1    世界海洋中已发现热液喷口和可能冷泉发育区叠置图  [3]

Fig.1    Geographic Map showing the geological settings where hydrothermal fields and cold seep systems coexist in the global ocean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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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不同的地形地貌影响极端环境生态系统

的生物种类和数量 [16]。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盖层如

果突然破裂，水合物下部的甲烷气体就会大量释

放，产生麻坑或者海底凹陷地形。海底冷泉区甲烷

浓度过高会发生甲烷厌氧氧化作用和硫酸盐还原

作用，导致海底沉积物中硫化物、碱性和溶解的无

机碳（DIC）增加，这会使海底碳酸盐发生沉积 [17]。

碳酸盐堆积成岩后也可以成为麻坑的基底或者泥

火山的内核。不活跃或微弱活动的麻坑由于流体

通量减弱，基本不与外界发生物质交换，因此，形成

了沉积物的圈闭。麻坑区域流量和流速的减弱，增

加了生物附着的机会 [18]。与周围环境相比，麻坑区

生物多样性高。

在海底极端环境，除了海底地形、地貌等物理

因素会影响着生物的分布外 [19]，水深也是影响冷泉

和热液生态系统结构和生物数量的重要因素。水

深不同，压力不同，气体的溶解度也不一样。海水

越浅，压力越小，气体溶解度越低，游离气释放的越

多 [20]。浅水区压力小，气体在水中过饱和，形成气

泡穿过沉积物，沉积物中气体逃逸使沉积物进一步

分选，刺激了上层水体在沉积物中再循环，使浅层

水温降低，进而影响了生物分布[21]。 

1    极端环境生物对环境的记录和保存

如何恢复地质历史时期的环境，一直是制约科

学家们的重要问题。当前虽然提出了很多办法，但

目标载体却多种多样，对过去环境恢复的可信度也

良莠不齐。深海极端环境生物，尤其是大生物的硬

质记录，由于其特殊的形成环境和理化性质，兼之

具有其他环境所没有的从海底释放的还原性流体，

使其对生存环境的记录相对更理想。因此，关于海

底极端环境生物的生物地球化学信息记录引起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在该领域主要的研究集中

在生物种类和空间分布对环境信息的记录、生物载

体的矿物学和地球化学信息、生物元素地球化学指

标、同位素和有机生标这几方面。下文将着重从上

述几方面来介绍当前的研究进展。 

1.1    生物种类和存在位置对环境信息的记录和保存

自海底之下向海水中排放的还原性流体支持

了海底独特的生态绿洲，沉积物中流体释放强度和

连续性、硫化物浓度以及其在沉积物中的变化梯度

都会影响极端环境的生物组成、分布以及生物数

量，因此，利用生物群落空间分布信息可以来反演

极端环境的演化信息 [22-23]。例如，贻贝和巨蛤是冷

泉区主要的生物群落，若已发生沉积的蛤类壳体保

存完好且两瓣的连接处没有断裂，则说明该地区曾

经存在活跃的冷泉，当前已处于熄灭或休眠状态，

其停止活动的时间距今不远（1年左右），且沉积环

境比较稳定，如果环境变化较大，则壳体会从沉积

物中翻至沉积物-水界面  [22]。在冷泉区，小型贻贝床

通常出现于高甲烷通量的环境。如果贻贝分布较

为分散，说明甲烷通量比较小，大型生物或者说复

杂的多样的生态系统主要生活在两者之间 [22,24]，这

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海底泄漏流体的物

质和速率与海底稳定的物理特征相符，而且为化能

合成生物和噬甲烷生物提供了适量的、适当的营养

物质 [25-26]。总之，冷泉区甲烷通量是影响冷泉区生

物群落分布的关键因素之一。

海底微地形的变化会影响局部水动力状态，进

而影响周围环境的温度、流体组成、溶解气体的比

例（特别是硫化氢、甲烷、二氧化碳）和矿物沉积，

这些因素正是制约表层生物分布的关键，因此，动

物群落的分区往往是模糊而难以辨识的 [27-28]。以扁

尾蟹（Galatheid crabs）为例，它们通常生活在硫化物

浓度低的区域，也就是热液喷口外围，如果热液喷

口硫化物浓度降低，它们也可能出现在喷口中心[12]。

在众多影响热液区生物分布的因素中，温度和硫化

物的浓度是影响热液区宏体生物分布的关键因素[11]。 

1.2    冷泉碳酸盐岩影响生物群落的组成和数量

冷泉碳酸盐岩为生物群落提供硬质基底进行

栖居。自生碳酸盐岩是冷泉泄漏的典型产物，主要

出现在活跃的冷泉附近，并且直接来源于冷泉活动 [29]，
冷泉碳酸盐岩的物理性质可以影响微生物数量和

甲烷通量，其形成过程主要由微生物介导：在厌氧

环境下，甲烷氧化反应耦合硫酸盐还原反应产生碳

酸根离子，在碱性条件下沉淀形成碳酸盐岩 [25,30]。

而冷泉碳酸盐岩形成后又为生物提供生存所需的

硬质基底。冷泉区的泄漏流体支撑着化能合成作

用，而化能合成细菌作为初级生产者供养了大量的

大型生物，如贻贝、管状蠕虫和巨蛤等 [31]。已有数

据证明，新形成的冷泉碳酸盐岩内部相对疏松，但

由于氧气难以进入，仍存在大量的甲烷氧化菌，而

这些细菌在缺氧至无氧的环境下可以继续进行甲

烷厌氧氧化反应（AOM），因此，冷泉碳酸盐岩形成

后又成为 AOM的新场所。此外，这些细菌的生物

量与作为基底岩石的孔隙度和渗透率有很大关系，

孔隙度和渗透率越高，孔隙流体更易流动，也为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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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提供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29,32]，因此，推测以细菌

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宏生物可能会受到孔隙度和孔

隙率的影响，但尚无明确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观点。

反过来讲，生物活动又会影响碳酸盐岩的地球

化学性质。碳酸盐岩表面聚集的生物不同，其岩石

地球化学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别。已有研究发现，冷

泉区支持管状蠕虫生长的碳酸盐岩和有贻贝生存

的碳酸盐岩的 Mg含量不同，有管状蠕虫生存的区

域的碳酸盐岩含有更高含量的 MgCO3，而管状蠕虫

生长聚集的碳酸盐岩更加亏损 13C（ −53.8‰   vs.
−51.8‰，V-PDB） [25,33]。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

与同位素的生物分馏效应有关，由于贻贝优先利用

更轻的碳同位素，相比于自生碳酸盐而言，生物组

织富集更亏损的碳同位素。此外，通过贻贝正常的

生理活动可补充海水中被其消耗的碳酸盐；而与之

相反，管状蠕虫可以通过其根部释放硫酸盐 [34]，从

而促进 AOM反应，最终为其所栖居的碳酸盐岩提

供更为亏损的13C的碳酸盐离子[25,35]。 

1.3    海底极端环境生物元素地球化学组成对环境

的响应
 

1.3.1    海底极端环境生物金属元素特征

正常环境下，软体生物的组织和壳体的主、微

量元素和痕量元素的含量及各类元素比，对其生长

环境的恢复、海水污染评估以及生物活动节律判

断  [10,36] 具有很重要的指示作用。另外，海底极端环

境下生物体内的元素分布及含量变化也是环境恢

复的重要工具 [37]。在这种极端环境下，由于生物的

觅食和掘穴等生物特性，使其具有了对极端环境化

学物质的迁移、赋存和转化全过程的影响能力 [38]，

从而完成了从生物到还原性流体/岩石的物质交流，

进而继承了一部分极端环境的地球化学特征 [39]。

通过研究海底极端环境生物的地球化学特征，对理

解地壳深部向生物圈的物质循环、元素分配、海底

极端环境的元素生物沉积以及生物地球化学和流

体循环的源和汇具有重要意义[40]。

极端环境双壳类生物可以继承环境流体的一

部分地球化学特征 [41]。以海底热液区生物为例，在

该环境中的双壳类生物通常富集极高含量的金属

元素，而这些富集的金属元素通常与热液区金属硫

化物矿床沉积有关。以金属铜的含量为例，Zeng等

对中国东海热液区贻贝的壳体进行研究发现：生物

壳体中铜的含量约为 (0.28～22.7)×10−6，而铜元素污

染区生物壳体中的铜含量仅为 8.6×10−6 [36,39,42]，说明

热液区贻贝壳体中铜元素的来源主要是热液流

体。与之对比，冷泉区生物也有如此现象。有学者

测试了双壳类生物壳体的每一层的元素水平，发现

生物壳体的边缘 K、Mg、Sr、Cu、Mo和 V元素比更

老的层位含量高，说明近些年周围海水中这 6种元

素的含量升高了[43]。

生物的不同组织器官会富集不同的元素（图 2）。
已有研究发现，一些生物组织中 P、As、Cd、Mo、
Pb、Rb、U 和 Zn等各元素的含量比壳体中更高，而

腮上的金属元素含量远高于其他器官 [39,44]。这种现

象可能是由于超过 50％的硫氧化菌生活在腮上，作

为共生细菌利用流体中的化学能来为宿主提供能

量，从而产生了元素的迁移，而腮连同共生细菌在

金属元素吸收、转化和隔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43]。

此外，为了适应极端环境，在生物细胞内发现金属

富集的小颗粒和金属硫蛋白，这也可能是造成不同

组 织 器 官 富 集 不 同 元 素 现 象 的 原 因 之 一 [39,45]。 

1.3.2    生物壳体稀土元素特征

贻贝壳体的稀土元素（REE）对于栖息地地球化

学特征变化十分敏感，在不同的环境中，稀土元素

的富集模式也不一样（图 3）。常见的含氧海水以页

岩或球粒陨石标准化的 REY（REE+Y元素）分布模

 

 
图 2    热液贻贝元素富集概念图

A.外套膜，B.腮（主要包括共生菌和金属矿物），C.消化腺（主要为金

属颗粒），D.足，E.足丝组织，F.壳 [45] 。

Fig.2    Sketch of hydrothermal mussel tissues metal accumulation

A.mantle, B.gills(symbiotic bacteria and metal-bearing mineral particles in

the gills), C.digestive gland(metal-rich granules in the digestive gland),

D.foot, E.byssus thread, F.shell[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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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特征，显示 Ce负异常、很高的 Y的正异常以及

相对较小的 La和 Gd的正异常 [46-47]。与之相比，热

液区的情况则大相径庭，其流体具有显著的 Eu正

异常 [47-48]。这种独一无二的 Eu富集可能主要来源

于热液区 Eu的氧化还原模式：当流体温度超过

200 ℃ 时，Eu在还原性或弱酸性溶液中以二价的形

式出现。相比于 Eu3+，Eu2+离子半径较大、电荷不

同，因此，在水-岩相互作用中，Eu2+对次生矿物的吸

附或并入的能力较差，而 Eu3+与其他 REY性质相

似，因此 Eu2+优先以溶解相出现。因此，热液流体中

的 Eu正异常是水-岩相互作用的典型结果，难以在

低温体系中发育 [39,46]。海底极端环境生物的 REY
分布特征可以记录极端环境的沉积信息，但是并不

是所有热液区的生物壳体都表现这种性质。已有

学者发现热液区贻贝表现出相对亏损的 Eu异常，

这可能受到周围环境或生物矿化作用的影响，因为

生物生存的温度（＜50 ℃）远低于发生水-岩反应的

温度（约 200 ℃）[39,49]。

过去常常认为 REE不参与生物的生命活动，其

分布模式仅受到周围环境的控制（如前述热液区生

物的 REE分布就难以反映热液流体的真实特征），

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些元素也可能参与到微生物

活动中，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 [50]。Wang等以冷泉

区甲壳类生物为研究对象，发现与噬甲烷菌相共生

的贻贝具有独一无二的镧（La）异常，这种异常现象

在海水或者其他的海洋沉积环境中都未曾发现。

研究者认为这种异常与噬甲烷菌体内的酶息息相

关，当贻贝过滤海水时，腮上共生菌选择性的吸收、

积累了大量的轻稀土元素[51-52]，造成了镧异常。

不同环境中的生物由于周围环境的巨大差异，

其生存策略和生物元素的富集模式也有很大的不

同。不论在冷泉环境还是热液环境中，贻贝等双壳

类生物组织中的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的含量均较高，

相比于周围环境而言，变化程度小，且金属元素间

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这些现象说明这类金属在生物

体内的聚集主要受生物调节 [11,43]。但是对于某些特

定的金属（Mn和 Cu等）的含量而言，热液区的生物

＞冷泉区＞正常海水环境（未受到人为扰动污染）[36,43]。 

1.4    极端生物对环境的同位素记录

同位素手段运用到深海极端环境生物研究伊

始，就在这个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辨别

宏生物能量来源和研究微生物关键反应过程方

面。自 1977年发现热液喷口生物群落开始，深海极

端环境生物的稳定同位素特征已被用于评价是否

为不同于常见的光合作用的化能合成作用[53]。Paull
等首次测试了墨西哥湾冷泉区活体双壳类生物的

组织和壳体的同位素值，发现生物的组织（−74.3‰±
2.0‰，V-PDB）和壳体（−4.8‰±0.9‰，V-PDB）都具

有极端负偏的碳同位素值。已有研究认为，这种高

度 分 馏 的 碳 同 位 素 在 光 合 作 用 （ δ13C=−16 ‰～

−28‰，V-PDB）中是不存在的，因此，这种生物群落

只能是营化能合成作用的[54-56]。 

1.4.1    生物组织的同位素记录

生物组织中的碳、氮、硫同位素是评价生物能

量和食物来源的有力工具和指标。海底极端环境

通常会释放出硫化氢和甲烷等还原性物质 [57]，这些

还原性流体又可以被微生物利用，由此不仅支撑起

了冷泉和热液区特有的生物群落 [58]，而且还滋养了

常见底栖生物群落 [56]。因此，生物组织的同位素数

据保存了原始环境的同位素信息和微生物过程。

极端环境生物组织碳同位素比值的范围广、跨

度大（−71‰～−6‰，V-PDB），其同位素变化与碳源

以及沉积环境微生物状态息息相关。生物组织的

碳同位素比值通常高于其相应的甲烷值 [59]，主要原

因在于宏生物利用相共生的细菌固定 CO2，这些细

菌主要消耗底层海水溶解的无机碳（通常为碳酸氢

盐），而非 13C亏损的甲烷，所以甲烷对于生物组织

碳同位素比值的贡献微不足道 [60]。其次，碳在进入

生物体之前发生了生物氧化而产生了同位素的分

馏。如果生物组织的碳同位素值相对于甲烷亏损

 

 
图 3    热液区贻贝壳体和热液稀土模式分布图 [47]

Fig.3    REY patterns of Bathymodiolus shells and hydrothermal

fluids[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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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C，可能的原因是其碳源主要为非生物源碳，当宏

生物体内的甲烷氧化菌直接利用这类碳源后，就会

发生动力学分馏致使生物组织亏损13C[56]。

正常海水环境下的宏生物组织的硫同位素值

通常接近海水（约 20‰，V-PDB），而极端环境的宏

生物通常与细菌相共生，其组织的硫同位素值与正

常海水环境生物有很大差别。极端环境沉积物中

的硫酸盐还原菌可利用甲烷和沉积物中的有机质

作为电子受体，产生大量的硫化物产物，这些产物

又支撑了大量的硫营养菌，因此，与硫营养菌相共

生的宏生物，其组织的硫同位素值一般低于 12‰[53]。

此外，生物的进食习惯和共生菌的种类会影响硫同

位素值 [61]。Yamanaka等发现特定种类的贻贝具有

相对较高的硫同位素比值（＞15‰，V-PDB），研究

发现造成这类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腮上存在甲

烷营养菌。尽管有些贻贝与硫营养菌相共生，但其

组织的硫同位素比值通常略低于 14‰（V-PDB），其
原因可能与这种贻贝的能量来源有关。因为这种

贻贝既通过硫营养菌提供能量，又通过腮进行滤食

生活。此外，某些贻贝腮上的共生菌既有甲烷营养

菌又有硫营养菌，而这类生物组织的硫同位素比值

相对较低（＜0‰，V-PDB）[56]。

生物组织中的氮同位素通常应用于食物网结

构中的生物营养水平的研究中。通常认为生物营

养水平越高，δ15N的值越高。在冷泉、热液极端环

境中，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但与细菌相共生的贻贝

仍保留相对较低的同位素值 [62]。极端环境下化能

合成生物具有较低的氮同位素值，原因可能与缺氧

沉积环境下铵盐的同化吸收过程有关。因为在铵

态氮同化吸收过程中，会发生同位素分馏，而这种

同位素分馏的程度又取决于反应过程中酶的种类

和浓度，其 δ15N为−20‰～4‰（Air）[56]。

生物组织稳定同位素在生物活动机理研究和

生存环境恢复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实际研究中，

碳、氮和硫同位素信息可单独使用，当然还可以相

互组合使用，后者可以更好地对流体来源和通量强

度等环境信息进行指示。以往的研究发现，生物组

织 中 碳 同 位 素 与 氮 同 位 素 有 很 好 的 相 关 性

（R2=0.85）。由于碳同位素值增加与微生物氧化甲

烷发生同位素分馏有关，来自铵源的氮同位素会随

着微生物过程而增加，因为较轻的同位素优先被微

生物所利用 [56]。因此，在微生物的作用下，来自铵

源的氮同位素与来自甲烷源的碳共同增加，最后达

到与栖息地环境的同位素水平相平衡。有学者认

为化能合成生物的碳同位素主要反映甲烷来源，而

化能合成生物组织的碳、氮同位素受到微生物活动

影响较大[63]。 

1.4.2    生物壳体的同位素记录

极端环境中某些生物壳体的同位素值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生存环境的变化。通常，生物壳

体由无机碳酸盐和有机质（珍珠蛋白、外套膜等）组

成 [64]，其中壳体碳酸盐易受到周围环境的温度和地

质流体的改造，其同位素值反映周围环境的变化[65]。

在海水中形成的碳酸盐的碳同位素主要有 3个来

源：海水溶解的无机碳、生物呼吸作用产生的碳以

及甲烷氧化后产生的碳；而氧同位素主要受到周围

水体的温度和海水的氧同位素组成控制。因此，壳

体无机同位素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冷泉或热

液活动。在加利福尼亚近海首次记录了双壳类生

物的壳体存在无机碳同位素的极端亏损（−12‰～

−19‰，V-PDB），研究认为这种碳源主要来自 AOM
反应而非后期成岩蚀变导致 [66-67]。在深海，受不同

来源流体来源影响的生物壳体，其碳、氧同位素的

表现也有很大差异（图 4）。此外，宏生物内的共生

菌不同，其壳体的无机碳-氧同位素表现也不相同，

双壳类等宏生物为了适应极端环境，其体内存在共

生菌，以便为宏生物提供营养和解毒功能。按共生

菌不同，宏生物大致可以分为 3类：含甲烷营养菌

宏生物、硫营养菌宏生物以及两种菌都存在的宏生

物，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这几种宏生物的壳体碳、氧

同位素分布存在明显不同（图 5） [68]。尽管壳体的无

机碳、氧同位素组成经常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但总体来看，其碳、氧同位素仍能较为真实地记录

周围的环境变化趋势。

如前所述，生物组织的同位素信息可以记录生

 

 
图 4    冷泉区和热液区生物壳体碳-氧同位素分布图 [68]

蓝色圆圈为冷泉生物，红色三角为热液区生物。

Fig.4    Oxygen and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s of shells of

various bivalve species from cold seeps and hydrothermal vents[68]

Blue circles: cold seeps, red triangles: hydrothermal 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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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营养来源和生长环境信息 [69]，但在沉积物埋藏

环境中，由于生物软体组织通常会发生缺失，所以

只能通过壳体的无机碳-氧同位素和生物化石组合

来判断其沉积环境 [70]。在冷泉生物群落中，不同的

食物来源（甲烷、生物碎屑、陆生植物和由化学自

养生物合成的有机碳）的 δ13C也不同，其中，在食物

链中最容易被记录下来的是甲烷，这是因为它有极

端负的同位素值（−75‰～−28‰，V-PDB） [71]。因

此，壳体有机质碳同位素越负，则它的能量来源越

有可能是富甲烷的冷泉流体。由于大部分双壳类

生物一般都生活在沉积物-水界面之间，冷泉流体仅

仅是它食物来源的一部分。此外，碳、氧同位素也

容易受到后期成岩作用的影响，导致判断食物来源

和生长环境的过程远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在成岩作用中，壳体碳酸盐易与周围的溶解碳

酸盐离子发生交换，影响其同位素值，而壳体有机

质中保存的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很难受到影响。

O’Donnella等首次提出分离生物壳体中无机碳酸

盐和有机质的方法，同时，其研究发现壳体蛋白碳、

氮和氧同位素值可以反映个体生长所依赖的食谱[20,72]。

Mae等首次利用壳体的有机碳、氧同位素分析冷泉

区极端环境，发现壳体化石也可以保存这种有机蛋

白。研究者还将化石中的壳体蛋白的碳、硫和氮同

位素值与正常海水生物生长的生物进行了对比，揭

示特定种的贻贝（Mytilidae）不仅与共生菌营共生生

活，而且可以进行滤食生长 [67]。有学者把生物壳体

中的无机碳酸盐和壳体有机质的碳、氧同位素数据

结合分析后，发现甲烷源碳占总碳的比例为 8%～

43%[67]。Feng 等对南海和墨西哥湾冷泉双壳类生物

壳体进行研究时，发现双壳类生物壳体蛋白和生物

组织的碳和硫同位素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可以作

为一个系统来进行分析，并且可借此来更加系统而

全面地评估深海极端环境 [73]。自此，对生物壳体有

机质同位素信息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

关注。 

1.5    有机生标在极端环境恢复中的应用

生活在深海极端环境的细菌和古菌不仅仅是

冷泉、热液生态系统的能量基础，而且可以影响全

球气候变化。极端环境的细菌有 3种存在形式：

①悬浮于水体，②附着在土壤和硬质物体上，有时

可形成菌席，以及③与宏生物共生。每一种生产者

都有独一无二的消费者 [11]。但相比于宏生物，细菌

体积小，肉眼难见，缺乏组织上及其他可见特征的

残留，生存周期短，且无法通过古生物学方法检

测。类脂物生物标志物是由生物合成或直接来自

生物体的一类具有良好稳定性、记载了原始生物母

质碳骨架信息的有机质分子 [74]，是某些残留细菌、

古菌的可识别的重要信息之一，成为了海底极端环

境微生物群落研究的有效指标。

冷泉区甲烷氧化菌和硫酸盐还原菌相耦合发

生 AOM和硫酸盐还原反应，因此，冷泉区生物标志

化合物也与这两类反应有关。研究表明，与 AOM
反应有关的生物标志物有醚类异戊二烯类和类异

戊二烯烃类，与硫酸盐还原反应有关的生物标志物

有二烃基甘油二醚和脂肪酸 [75]；此外，在冷泉区富

甲烷环境下，生物标志物通常具有相对偏负的碳同

位素值（−57.7‰～−89.5‰，V-PDB）。与之相比，热

液区生物标志性化合物主要包括饱和烃类和类脂

物，其同位素值通常为−2.7‰～6.7‰，（V-PDB） [76]。

由于宏生物可以很好地保存食物来源的有机

生标，因此，可以通过研究宏生物体内保存的生物

标志物来探究宏生物的营养结构和进食策略。正

常海水环境的无脊椎生物主要的食物来源是与光

合 作 用 有 关 的 浮 游 植 物 ， 体 内 脂 肪 酸 组 成 以

20:5n3和 22:6n3为主 [77]；而热液区生物多以化能自

养合成生物为食，体内的脂肪酸组成以 16:ln7和

18:ln7为主 [78]。此外，宏生物摄入的细菌不同，其体

内的脂肪酸组成相应也不同：热液区双壳类、多毛

类以及腕足类生物主要以硫氧化菌为食，其体内的

脂肪酸组成以 n7系列类单不饱和脂肪酸及无甲基

支链二烯酸为主 [79]；与之相比，热液区的虾、蟹类等

 

 
图 5    不同共生菌的生物壳体碳氧同位素分布图 [68]

红色三角为共生甲烷营养菌生物壳体，黄色方形为共生硫营养菌贻

生物壳体，蓝色圆圈为两类菌都存在的生物壳体 [68]。

Fig.5    Distribution of oxygen and carbon isotope compositions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symbiotic bacteria present in bivalve

gills[68]

Red triangle: bivalves harboring only methanotrophic bacteria, yellow

rectangle bivalves harboring only sulfide-oxidizing bacteria， bule circle:

bivalves harboring sulfide-oxidizing and methanotrophic bacteria[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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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主要以硫酸盐还原菌为食，其体内的脂肪酸组

成中含更高的支链系列脂肪酸 [80]。因此，生物标志

物是溯源深海极端环境生物进食特征与途径的理

想指标。 

2    结论与展望

在孕育深海冷泉、热液等极端系统的环境中，

相较于海洋中其他位置，硫化物、重金属、甲烷等

有毒有害物质含量急剧升高，对正常的生命形式构

成了严峻的挑战。但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发育了

大量的生物，而且生物量通常比正常海水环境更加

丰富。为了提高对这类极端环境的耐受性，不同的

生物演化出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如共生菌）。如极

端环境生物对各类元素的富集作用，是由环境中多

个生物和非生物因素共同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45]。

因此，宏观生物群落结构和组成、生物的主微量元

素性质、同位素、稀土元素和脂类等地球化学信息

为极端环境的流体流动、深海连通性、深海生物演

化和生物地理模式提供研究指标，表 1总结了海底

冷泉和热液系统宏体生物的地球化学记录特征的

异同点。

海底岩石的孔隙度和渗透率影响微生物的数

量，孔隙度和渗透率越高，生物量越多，但与宏生物

数量的关系不清楚 [29]。目前，已知冷泉碳酸盐岩的

形成与微生物反应、流体的组成及通量息息相关，

但是冷泉碳酸盐岩的孔隙度和渗透率与生物量以

及流体通量变化的动态联系至今仍不得而知 [81]。

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近 800 m深的下洋壳辉长岩上仍

存在微生物，而且研究发现该区域生物既能进行化

能自养又能进行异养生活 [82]。洋壳生物圈的生物

量及生物种类是否与上层岩体的孔隙度和渗透率

有关，这一问题也仍属未知。对于热液区玄武岩和

其他类型基岩中的类似问题也应该得到相应关注，

这涉及到深部生物圈的核心科学问题，也是未来需

要加强研究的一个领域。

生物对环境的需求以及环境中化学物质的耐

受性不同，因此，生物体内各类元素受周围环境及

自身生命效应所控制。就金属元素而言，热液区生

物体内的金属元素含量更高 [43]。如就稀土元素而

言，热液区的贻贝受热液流体影响较大，表现出明

显的 Eu异常 [47-48]，而冷泉区与噬甲烷菌共生的双壳

类生物则具有明显的 La异常，这主要受不同生命

效应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生物体内不同组织和

器官的元素组成和含量有很大的不同，而这种元素

的差异与温度、压力、硫化物等环境因素及共生菌

种类的具体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这可能是解决

生物如何适应极端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51]。

生物体不同位置的同种同位素以及同一位置

的不同种同位素，都记录了不同的地球化学信息。

生物组织的碳同位素组成可以反映其碳源是氧化

菌氧化甲烷产生的无机碳，还是由共生的硫氧化菌

特征分馏产生的溶解无机碳 [73]；同时，生物组织中

硫的来源是硫化氢还是海水硫酸盐取决于其腮上

共生的细菌种类。通常，生物壳体是由无机碳酸盐

和有机质两部分组成，一般是碳酸盐沉积在有机质

上 [64]，生物壳体碳酸盐的碳、氧同位素值主要记录

生物生长环境的状况，但是受到埋藏沉积环境的影

响；壳体的有机质则主要记录生物的营养来源，而

且不受后期成岩蚀变的影响 [73]。此外，个体生物的

生长速率对同位素的影响也很大 [83-84]，但关于生长

速率对于深海极端环境生物体有机质同位素值的

影响的研究至今仍属空白，未来在此方面仍需要更

多的调查和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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